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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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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识别各节点城市的功能形成和定位选择，打通要素流动的网络通道，对于新时期推动长江经济带更高质量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选取长江经济带108个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以城市网络中节点

城市间的要素集聚扩散作为逻辑起点，分析各节点城市在要素空间自组织过程中网络节点地位的动态变化，进而识

别节点城市的功能形成与定位选择，最终将城市划分为综合性节点城市和专业性节点城市两大类，为形成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奠定了基础。其中，上海、南京、徐州、杭州、合肥、武汉和长沙7个城市为一级综合

性节点城市，对4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强；苏州、金华、南昌、无锡、芜湖、宁波、重庆、成都、宜春

9个城市为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对2—3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泰

州、镇江、嘉兴、湖州、绍兴、淮安、滁州、台州、宿迁、襄阳、宜昌、昆明16个城市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对2—4种要

素的集聚扩散能力较强或资源配置能力较强；九江、安庆、阜阳、六安、上饶、黄冈、邵阳、岳阳、常德9个城市为专业

性节点城市，对1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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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节点城市和城市网络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

要空间形式。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新形势下要按照客观

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

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

口承载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2020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

意见》，进一步强调要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

要素配置效率。因此，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是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

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的必然要求。

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要素在城市之间集聚和

扩散，推动城市空间结构逐渐从点轴开发进入网络

开发结构，逐渐形成多中心网络状的空间布局。这

种新的社会网络组织增加了城市获取资源的规模

效应和范围效应，促使城市间形成多样化和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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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关系，最终形成具有差异化功能和结构的城

市网络体系（石磊等，2020），其中，每个城市作为网

络节点便具有联通性和要素配置功能。可见，要素

集聚扩散、空间网络结构、城市功能形成与定位三

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要素的集聚扩散是起

点，城市差异化的功能分工和互补是结果，城市空

间网络结构是通道。在关注城市经济空间网络结

构、空间格局差异等宏观层面问题的同时，节点城

市作为中观利益主体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各城市

间的人口流、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构成了不同

层次复杂的城市网络体系，节点城市的行为和发展

与整个城市网络的运行效率和要素流动密切相关，

节点城市在要素流动过程中影响着城市网路空间

结构的形成，自身的集聚、扩散、服务等基本功能也

在不断提升。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长江经

济带属于典型的带状网络，挖掘要素流动的经济潜

力，增强重要节点城市的经济集聚与扩散能力，推

动节点城市间深度合作，不断提升经济带整体经济

效率，实现多区域共赢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经济逻

辑（白永亮等，2019）。
城市和区域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作用力，

Hirschman和Hagerstrand将其概括为集聚力和扩散

力两种基本作用形式。集聚力和扩散力理论为城

市集聚与扩散研究提供了理论解释，也取得了以下

方面的理论进展。在要素集聚扩散与空间外部性

方面，相关研究认为，从单一城市尺度来看，市场经

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是要素集聚扩散的重要原

因；从区域尺度来看，空间外部性的存在是要素集

聚扩散的根源所在（Head 等，1995）。 Fujita 等

（2002，2005）研究发现经济主体之间非市场活动可

以导致不同类型的集聚，知识和信息的社会互动过

程所采取的传播形式可能会催生新的城市网络空

间结构类型，不同的要素流动可能会促成城市网络

空间结构的多重均衡，这也说明城市网络空间结构

可以由互动的非线性力场来做出解释。在要素集

聚扩散的经济效应方面，相关研究指出：要素的集

聚扩散可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Lewis，1954；Ranis
等，1961；房逸靖等，2021）、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和信

息扩散（Poter，1961）、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要素收

益率（王必达等，2020）。在要素集聚扩散的测度方

面，王彬燕等（2015）、白永亮等（2016）采用城市流

模型对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

群等区域的要素集聚扩散进行了测度。

随着城市群、经济带等新型空间组织模式的发

展，城市间的集聚与扩散、增长与演替、共生与竞争

等关系的内在机理研究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

难题，区域经济需要探寻一条网络分析路径。荷兰

学者Zonneveld在1950年最早提出“城市网络”的概

念之后，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研究。Taylor（2004）
提出城市研究体系不应局限于以“中心地”等级体

系构建为核心，应将城市看作网络节点，探究其网

络地位的变化。Batty（2013）将城市视为网络和流

动的系统，构建了进化模型研究城市间的要素流动

以及相互作用。在实证分析上，社会网络理论的分

析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刻画城市网路的空间格局，

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其中，学者们在分析中主要

关注“节点”和“流”两个方面。吕康娟等（2011）以

城市为节点、联系程度为权重、企业关联业务为边，

建立了有向城市网络，对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结构特

征进行了分析。潘峰华等（2015）基于贸易流数据，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

网络结构进行了研究。

城市之间的联系，本质上也是城市功能之间的

联系。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功能联系主要是以物

质、信息、资金和人口为代表的“流”实现的，这些

“流”通过有形或者无形的联系通道，综合形成了城

市功能互补的空间网络。相关研究主要对城市功

能的分工与定位进行了探讨。苏红建等（2011）发

现中国城市的产业专业化和功能专业化通过影响

MAR溢出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赵勇等（2015）发

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着倒

“U”型关系。肖周燕（2015）指出城市的发展只有符

合其功能定位，才能有效促进人口与城市的协调发

展。王海军等（2018）采用经济流、交通流、人口流

和信息流4种要素流综合分析了武汉城市圈内城市

间联系与城市功能。

综观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基于动态关联的“流空间”视角是区域空间网

络结构的热点方向。其中，对于城市要素集聚扩散

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各有差异，

国外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国内的研究偏重于实证检

验，且鲜有文献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城市要素集聚与

扩散机理、效应与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另外，已有文

献主要对单一要素在城市网络中的集聚扩散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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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对多要素的综合集聚扩散情况解释不足，城

市功能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专业性节点城市方面，

缺乏对综合性节点城市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长

江经济带的 108个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物质

流、信息服务流、资金流、人口流4种要素流，采用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各节点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

要素集聚扩散能力，并分析各节点城市在要素空间

自组织过程中网络节点地位和作用的动态变化，进

而识别各节点城市的功能形成与定位选择，以期为

推动长江经济带更高质量协调发展寻找空间着力

点，为优化经济带的空间结构以及打造区域协调发

展新样板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二、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说明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覆盖的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
个省市为研究区域，鉴于一些边缘城市经济发展比

较落后，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比较弱，选取长江

经济带108个地级市（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

在城市网络中的要素流选择方面，主要基于以

下考虑：第一，工业发展是城市间分工合作的重要

体现，一个城市的工业越发达，对其他城市工业要

素的集聚和扩散能力越强，就会对城市网络中物质

资源的流动产生配置作用。第二，在全球城市中，

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基本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

产业结构。一个城市的服务业越发达，其跨区域功

能越强，依靠专业化的贸易服务功能对其他城市的

空间溢出效应越强。第三，城市之间的资金流量是

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财政收入是一个

城市重要的资金来源，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越高，

政府就会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力度，就

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向此集聚，同时该城市也会

有更多的资金向外流动。第四，人口是城市经济发

展的核心要素，人口的流动是促进商品、服务、资

金、信息和文化等交流的重要载体，劳动力的合理

配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王永刚，2014）。基于

此，文章选取2003—2018年各个节点城市在工业总

产值、服务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常住人口方面的数

据，分别作为城市网络间的“物质流”“信息服务流”

“资金流”“人口流”的代理变量，分析节点城市要素

集聚与扩散的动态变化。本文选取 2003年、2009
年、2018年指标值变动明显的3个时间节点来分析

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要素集聚与扩散机制，数据

来源于2004—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城市空间关联模型。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城市

被视为网络中的节点，城市之间所产生的双向联系

作为网络中的联接边，这里的联系指城市间的物质

流、信息服务流、资金流、人口流。本文采取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建立城

市间的联系矩阵，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空

间关联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Fij=k
MiMj

Db
ij

（1）
式（1）中Fij为 i、j两城市间的联系强度，Mi，Mj分

别为 i、j两城市的经济变量，文中指物质流、信息服

务流、资金流、人口流 4种要素流。Dij为 i、j两城市

间的距离，基于城市原点的经纬度来计算城市间的

空间距离，b为距离摩擦系数，一般取2；k为权重系

数，表示每一个节点城市对城市联系强度的贡献，

其中，k=Mi /（Mi+Mj），i≠j。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

中的中心性分析和整体网络分析，通过UCINET软

件对以下几个指标进行测度。

点度中心度：衡量城市在所处网络中核心地位

的程度，可分为点入度和点出度。点入度衡量的是

在城市网络中该城市对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点出

度衡量的是该城市对资源要素的扩散能力。具体

形式如下：

COD（i）=
∑N

j=1 Iij

N-1 （2）

CID（i）=
∑N

i=1 Iji

N-1 （3）
式（2）和式（3）中N为网络中的节点数，Iij、Iji分

别表示城市 i对城市 j是否有联系、城市 j对城市 i是
否有联系，有联系为1，否则为0。

中介中心度：衡量节点城市作为资源传递媒介

者的能力，即在城市网络中该城市对其他城市资源

要素的配置能力。具体形式如下：

CB（i）=∑j<k gjk（i）/gjk（N-1）（N-2） （4）
式（4）中 gjk是城市 j 到城市 k 产生联系的捷径

数，gjk（i）是城市 j对城市k产生联系的捷径中经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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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i的数量。

结构洞限制度：结构洞表示非冗余的联系，衡

量的是节点城市在整个网络中的受限制程度。具

体形式如下：

CR（i）=（pij +∑q piq pqj）2 （5）
式（5）中 pij为城市 i和城市 j的直接联系，城市 q

为城市 i和城市 j之间产生联系时会受到其影响的

城市，piq为在城市 i的全部联系中，与城市 q的联系

占总联系的比例。

小世界性：衡量网络的整体关联性。测量指标

的平均步长值越大，表明网络的关联性越弱。具体

形式如下：

CC（i）=1-［ V
N（N-1）/2］ （6）

式（6）中V为城市网络中不可达的点对数目，N
为网络中的节点数。

三、基于要素集聚与扩散的网络结构演变分析

1.城市网络的网络联系强度分析

由表1可知，在2003年、2009年、2018年3个时

间点，长江经济带工业城市网络联系的平均步长由

4.047先增加到 4.967，后下降到 1.982，整体呈现下

降趋势，表明工业城市网络的连通性在2003—2009
年逐渐下降，在 2009—2018年大幅增强，2009年受

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业要素流动强度有所下降，随

后逐渐增强。标准差由 1.470先增加到 1.998，后下

降到0.134，表明城市间工业要素流动的强关系和弱

关系的差距在2009年达到最大，随后大幅下降。新

时代以来，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势态良好，工业要素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序自由流动，高技术制造业发

展呈多极化发展格局，空间分异格局逐步弱化。

在2003年、2009年、2018年3个时间点，服务业

城市网络联系的平均步长由 3.138先下降到 2.800，
后增加到2.843，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服务业城

市网络的连通性在 2003—2009 年逐渐下降，在

2009—2018年逐渐增强。长江经济带近年来服务

业发展总体情况良好，服务业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

增强，城市间产业协作能力逐渐增强。标准差由

1.404下降到 1.125，表明城市间服务业要素流动的

差距逐渐减小，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城市间服务业

发展逐步迈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的产

业发展格局。

在2003年、2009年、2018年3个时间点，财政资

金城市网络联系的平均步长由 2.822先增加 2.867，
后下降到2.797，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财政资金

城市网络的连通性在 2003—2009年逐渐下降，在

2009—2018年逐渐增强，财政资金的流动强度整体

上有所增加，其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资金

的流动强度有所下降。标准差由 1.146先增加到

1.255，后下降到1.129，表明城市间资金流动的强关

系和弱关系的差距在2009年达到最大，随后逐渐下

降。金融危机对城市的财政税收冲击较为明显，城

市财政收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间的

财政转移支付都大幅下降，城市的财政资源调配能

力有所减弱，城市之间的财政资金集聚扩散能力下

降，两级分散程度加大。近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

航道拓宽和沿线化工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生

态环境修复工程项目的建设和投资，长江经济带吸

引了各路资金的集聚，从而使得资金要素的流动性

增强。

在2003年、2009年、2018年3个时间点，人口城

市网络的平均步长由 2.788下降到 2.754，整体有所

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市

网络的连通性有所增强，人口流动强度有所增加，

但变化幅度较小。标准差由 1.206下降到 1.183，表
明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差距有所下

降。当前我国经济集聚的趋势日益增强，但是人口

的跨区域流动却受到限制，人口不能充分自由流

动，阻碍了区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

表1 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的网络联系强度

年份

2003
2009
2018

工业

均值

4.047
4.967
1.982

标准差

1.470
1.998
0.134

服务业

均值

3.138
2.800
2.843

标准差

1.404
1.162
1.125

资金

均值

2.822
2.867
2.797

标准差

1.146
1.255
1.129

人口

均值

2.788
2.766
2.754

标准差

1.206
1.194
1.183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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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中“物质流”

“信息服务流”“资金流”“人口流”4种要素的流动强

度逐渐增加，城市间的凝聚力、关联度和空间经济

联系日益加强，其中，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流

动强度的增加幅度相对较小。

2.节点城市要素集聚与扩散能力的时空变化

分析

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中各节点城市对

物质流、信息服务流、资金流、人口流 4种要素的集

聚扩散能力，本文分别测算了各节点城市对 4种要

素在2003年、2009年、2018年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在

此基础上对各节点城市进行模式划分，以分析各节

点城市要素集聚扩散能力的动态变化①。具体模式

划分按如下分类标准。

模式1，高点入度—高点出度：该城市对资源要

素有较强的集聚和扩散能力，是城市网络中要素流

动的枢纽中心。

模式2，低点入度—高点出度：该城市对资源要

素有较强的扩散能力，但集聚能力比较弱。

模式3，高点入度—低点出度：该城市对资源要

素有较强的集聚能力，但扩散能力比较弱。

模式4，低点入度—低点出度：该城市对资源要

素的集聚和扩散能力都比较弱，处于城市网络的边

缘位置。

根据上述划分方法对各节点城市4种要素流的

点出度和点入度进行分类，以点入度为横轴，以点

出度为纵轴，绘制散点图后以均值划分四象限，得

出每个城市所处的象限模式。

在工业城市网络中，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

绍兴、合肥、武汉16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1，对工业

资源的集聚扩散能力较强。重庆和成都一直处于

模式 2，对工业资源的扩散能力较强，集聚能力较

弱，这 2个城市的工业发展很快实现了从内生性发

展向开放型、创新性发展的跨越，以高科技为主的

制造业发展迅速，对外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舟山、安庆、铜陵 3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 3，对工业

资源的集聚能力较强，扩散能力较弱，这些城市的

工业仍处在发展阶段。池州、黄石、鄂州、荆州、宜

昌、黄冈、咸宁、常德、益阳、泸州、攀枝花、宜宾、昭

通13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4，对工业资源的集聚扩

散能力偏弱。芜湖、马鞍山、长沙 3 个城市在

2003—2009 年由模式 3 跃至模式 1，并在 2009—
2018年保持不变，这 3个城市工业经济发展迅速。

在 2009—2018年，九江、南昌从模式 4跃至模式 1，
岳阳从模式 4跃至模式 2，这些城市工业经济发展

迅速，如 2008年“昌九一体化”提出以后，昌九工业

走廊再一次被推到了发展的前沿，对工业资源的集

聚扩散能力迅速增强。

在服务业城市网络中，上海、南京、无锡、常州、

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

州、绍兴、合肥、长沙、武汉、南昌18个城市一直处于

模式 1，对服务业资源的集聚扩散能力较强。重庆

和成都一直处于模式 2，对服务业资源的扩散能力

较强，集聚能力较弱，这 2个城市服务业发展迅速，

扩散能力逐渐大于集聚能力。舟山、马鞍山、安庆、

九江 4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 3，对服务业资源的集

聚能力较强，扩散能力较弱，这些城市服务业仍处

在发展阶段。池州、益阳、鄂州、咸宁、泸州、攀枝

花、宜宾、昭通 8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 4，对服务业

资源的集聚扩散能力偏弱。芜湖在 2009—2018年
由模式3跃至模式1，“十二五”以来，芜湖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金融、物流、旅游、文化创意、会展以

及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对服务业资源

的扩散能力逐渐增强。岳阳、黄石、荆州、黄冈、常

德 5个城市均出现了模式的负向跃迁，对服务业资

源的集聚或扩散能力逐渐下降，这主要与这些城市

的产业结构相关，如岳阳的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业

为主，高附加值、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现代服务

业占比较小，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

在资金城市网络中，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

绍兴、合肥、武汉、长沙17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1，对
财政资金的集聚扩散能力较强。重庆和成都一直处

于模式2，对财政资金具有较强的扩散能力，这与重

庆和成都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关系，资金服务能

力较强。黄石、鄂州、荆州、宜昌、黄冈、咸宁、常德、

益阳、泸州、攀枝花、宜宾、昭通12个城市一直处于模

式 4，对资金的集聚扩散能力都偏弱。在 2003—
2009年，池州由模式4跃至模式3，池州一直是安徽

省的重点支持区域，大量财政资金不断向此集聚。

芜湖和马鞍山由模式 3跃至模式 1，但是马鞍山在

2018年又下降到模式3。芜湖在这期间工业和服务

业发展迅速，投资环境良好，对资金的集聚扩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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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提高。马鞍山在“十一五”期间，主要以投资拉

动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资金的扩散

能力有所增强，而在 2009年之后逐渐减弱，可能的

原因是安徽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之后，马鞍

山与南京等城市的联系较为紧密，对安徽省内其他

城市的资金扩散能力下降。南昌在 2009—2018年
由模式3跃至模式1，南昌在“十一五”之后经济发展

迅速，财政实力逐渐提高，更多的资金向外流动。

在人口城市网络中，长江经济带整体上人口的

流动模式变化较小。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

南通、扬州、泰州、杭州、合肥、安庆、南昌、九江、武

汉、黄冈、长沙、岳阳、常德、益阳、重庆、成都、泸州

22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 1，对人口的集聚扩散能力

较强。嘉兴、马鞍山、咸宁3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3，
对人口的集聚能力较强，扩散能力较弱，城市化进程

不断加快，对人口的集聚力增强。铜陵、池州、黄石、

鄂州、宜昌、攀枝花、昭通 7个城市对人口的集聚扩

散能力偏弱，一方面，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人口流动较为缓慢；另一方

面，部分城市可能由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使得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受限。镇江、宁波、湖州、绍兴、荆

州、咸宁6个城市均出现了模式的负向跃迁，这些城

市对人口的集聚或扩散能力逐渐下降。

3.节点城市要素集聚扩散网络影响力的时空变

化分析

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中各节点城市

对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服务流、人口流 4种要素集

聚扩散的网络影响力，本文分别测算了各节点城市

对 4种要素在 2003年、2009年、2018年的中介中心

度和结构洞限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各节点城市进行

模式划分，以分析各节点城市网络影响力的动态变

化。具体模式划分按如下分类标准。

模式1，低限制度—高中介中心度：该城市是城

市网络中资源要素的中介枢纽，受到网络中其他节

点城市的限制程度较低，具有较强的网络影响力。

模式2，高限制度—高中介中心度：该城市是城

市网络中资源要素的中介枢纽，但受到网络中其他

节点城市的限制程度较高，需要借助其他城市才能

进行资源配置。

模式3，低限制度—低中介中心度：该城市在城

市网络中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较弱，但受到城市

网络中其他节点城市的限制程度较低。

模式4，高限制度—低中介中心度：该城市属于

城市网络的边缘城市，与其他城市互动较少，受到

网络中其他节点城市的限制程度较高，需要借助其

他城市才能进行资源配置。

根据上述划分方法对各节点城市4种要素流的

中介中心度和限制度进行分类，以限制度为横轴，

以中介中心度为纵轴，绘制散点图后以均值划分四

象限，得出每个城市所处的象限模式。

在工业城市网络中，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

州、宁波、合肥、武汉、长沙、成都10个城市一直属于

模式1，对工业资源的配置能力较强，是工业资源传

递的中介枢纽。南通、嘉兴、湖州、绍兴、马鞍山、铜

陵、攀枝花、昭通 8个城市一直属于模式 3，以这些

城市为联系中介的城市不多，但是工业资源流动受

其他城市的限制程度较低。黄石、鄂州、荆州、黄

冈、宜宾、泸州 6个城市一直属于模式 4，对工业资

源的配置能力较弱，且必须要依托其他节点城市才

能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取得联系。常州、芜湖、南昌、

九江、岳阳、咸宁、益阳 7个城市均出现了模式的正

向跃迁，近年来，这些城市积极推动产业集聚、集

约、集群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工业规模

迅速扩大，对周边城市工业资源的配置能力不断增

强。扬州、镇江、安庆 3个城市在 2009—2018年均

出现了模式的负向跃迁，这些城市在2009年之后对

网络的工业影响力逐渐减弱。

在服务业城市网络中，上海、南京、无锡、苏州、

杭州、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10个城市一直处

于模式1，对服务业资源的配置能力较强，是服务业

资源传递的中介枢纽。常州、南通、泰州、嘉兴、湖

州、绍兴、舟山、马鞍山、安庆、九江、常德、攀枝花、

昭通13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3，以这些城市为联系

中介的城市不多，但是服务业资源流动受其他城市

的限制程度较低。鄂州、咸宁、泸州、宜宾 4个城市

一直处于模式4，对服务业资源的配置能力较弱，且

必须依托其他节点城市才能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取

得联系。芜湖、合肥在2003—2009年由模式3跃至

模式 1，这两个城市在“十一五”期间服务业迅速发

展，对服务业资源的配置能力逐渐增强。在2009—
2018年，宁波由模式1跃至模式3，这可能是因为宁

波服务业结构存在一定的滞后，新兴行业和现代服

务业发展不足，另外，交通运输业结构性问题也比

较突出，水运强而陆运弱的发展格局使宁波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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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配置能力受限。

在资金城市网络中，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

波、合肥、武汉、长沙、重庆、成都10个城市一直处于

模式1，这些城市对资金的配置能力较强，是资金流

动的中介枢纽。扬州、南通、泰州、嘉兴、湖州、绍

兴、舟山、马鞍山、安庆、九江 10个城市一直处于模

式3，以这些城市为联系中介的城市不多，但是资金

的流动不需要过多依赖其他城市。黄石、鄂州、咸

宁、常德、益阳、泸州、宜宾 7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

4，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财政独立性

较弱。镇江、无锡、常州、铜陵、池州、芜湖、黄冈、岳

阳8个城市在2009年之后出现了模式的负向跃迁，

对资金的配置能力减弱，这是因为近年来这些城市

高端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不能持续吸

引资金流入。南昌在 2009—2018年由模式 3跃向

模式1，近年来南昌经济发展迅速，招商引资规模不

断扩大，对资金的配置能力增强。

在人口城市网络中，上海、南京、合肥、安庆、武

汉、荆州、黄冈、长沙、岳阳、常德、重庆11个城市一

直处于模式1，这些城市的人口流动性较强，对人口

资源的配置能力较强。昭通一直属于模式 2，其对

人口的调配能力较强，但是人口流动容易受到其他

城市制约。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

州、宁波、马鞍山、池州、芜湖、嘉兴、湖州、绍兴、攀枝

花、咸宁、益阳17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3，这些城市

的人口流动受其他城市的限制程度较低，但对人口

资源的配置能力较低。舟山、宜昌、鄂州、泸州、宜宾

5个城市一直处于模式4，这些城市对人口的调配能

力较弱，这主要与其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有关，如舟

山属于海岛型城市，常住人口比较少，需要借助宁波

和杭州才能和其他城市建立联系。在 2009—2018

年，成都、杭州均出现了模式的正向跃迁，这两个城

市在“十一五”之后，新兴产业向此聚集，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升级，吸引了大量人才流入，对人口资源的配

置能力逐渐增强。南昌由模式1跃至模式3，这可能

是因为南昌经济实力未能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匹

配，大量人才流向广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

四、节点城市的功能形成与定位选择分析

根据城市网络中节点城市对要素的集聚扩散

能力以及配置能力，可以将城市划分为综合性节点

城市和专业性节点城市。通常大部分节点城市都

属于专业性节点城市，在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资源

禀赋优势和战略优势。综合性节点城市则是专业

性节点城市的统一体，对多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

和配置能力都比较强，是城市网络中的核心城市。

根据前文节点城市要素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

的时空变化分析结果，将长江经济带 108个节点城

市分为综合性节点城市和专业性节点城市，识别各

节点城市在要素空间自组织过程中的功能形成与

定位选择。如果某一城市对工业、服务业、资金、人

口4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均属于模式

1，将其划分为一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如果某一城市

对 2—3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均属于

模式1，将其划分为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如果某一

城市对 2—4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或配置能力属

于模式1，将其划分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如果某

一城市对1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均属

于模式1，将其划分为专业性节点城市；其余城市为

一般节点城市。具体划分结果见表2。
根据对节点城市的功能演变分析可知，上海、

表2 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中节点城市划分结果

城市类别

一级综合性
节点城市

二级综合性
节点城市

三级综合性
节点城市

专业性
节点城市

2003年
上海、南京、武汉

重庆、徐州、长沙、无锡、苏州、杭州、
宁波、成都、合肥、盐城、金华、南昌、

岳阳、荆州

常州、南通、泰州、湖州、绍兴、嘉兴、
台州、淮安、常德、昆明

扬州、镇江、衡阳、安庆、阜阳、六安、
九江、宜春、上饶、孝感、黄冈、邵阳

2009年
上海、南京、徐州、合肥、武汉、长沙

无锡、苏州、杭州、宁波、金华、芜湖、
南昌、淮安、镇江、重庆、安庆、成都

泰州、绍兴、嘉兴、湖州、台州、马鞍
山、南通、昆明

常州、盐城、衡阳、铜陵、池州、扬州、
阜阳、六安、宜春、上饶、孝感、荆州、

黄冈、邵阳、岳阳、常德

2018年
上海、南京、徐州、杭州、合肥、武汉、

长沙

苏州、金华、南昌、无锡、芜湖、宁波、
重庆、成都、宜春

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泰州、镇江、
嘉兴、湖州、绍兴、淮安、滁州、台州、

宿迁、襄阳、宜昌、昆明

九江、安庆、阜阳、六安、上饶、黄冈、
邵阳、岳阳、荆州、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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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武汉3个城市一直属于一级综合性节点城市，

对 4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都较强；徐

州、合肥、长沙在 2003—2009年由二级综合性节点

城市发展成为一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在“十一五”

期间，徐州和长沙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和

结构调整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对工业资源的集聚扩

散能力和配置能力增强。合肥在这期间，金融、物

流、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带动了中部地区

的服务业发展，对服务业资源的配置能力增强；杭

州在 2009—2018年由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成

为一级综合性节点城市。近年来，阿里巴巴、网易

等新兴产业的聚集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调整

引起中青年人口不断向杭州集聚，从而使杭州对人

口资源的配置能力增强。

苏州、金华、南昌、无锡、宁波、重庆、成都7个城

市一直属于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芜湖在 2003—
2009年由一般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二级综合性节点

城市。“十一五”期间，芜湖工业发展迅速，通过不断

的自主创新促使汽车和水泥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

此后，芜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金融、物流、旅

游以及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

中部地区重要的节点城市。宜春在 2009—2018年
由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发展为二级综合性节

点城市。“十二五”以来，宜春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持

续推进，在工业（产业）园区建设的持续推动下，锂

电新能源、医药、电子信息、纺织、化工等支柱产业

不断壮大；同时，宜春近年来又开始大力发展现代

服务业，电商产业和现代物流业不断向此集聚，服

务业规模不断壮大。淮安在 2003—2009年由三级

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但

是在2009—2018年又降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淮

安近年来由于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

题，资源配置能力逐渐下降。镇江、安庆在 2003—
2009年分别由服务业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人口资

源专业性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

但是在2009—2018年，镇江降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

市，安庆降为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在“十一

五”期间，镇江产业集群快速成长，带动投资项目大

幅增加，对工业和资金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

能力增强，但是“十二五”以来，镇江新兴产业发展

不足、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对资源配置能力逐渐下

降。安庆在“十一五”期间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但

是，安庆的工业增长主要依赖于石油化工、纺织服

装、机械装备三大支柱产业的外延式扩张投入，规

模竞争力弱，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导致产业结构升

级滞后，新兴工业发展缓慢，对工业资源的集聚扩

散能力和配置能力逐渐下降。盐城在 2003—2009
年由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降为资金专业性节点城

市，在 2009—2018年发展成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

市。“十五”以来，盐城的工业取得了突破进展，但是

在“十一五”期间，盐城工业企业存在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以及对资源依赖性较强等问题，限制了工业企

业的转型升级。“十二五”以来，伴随着江苏沿海开

发战略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盐城的工

业和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江苏新的增长

极，在城市网络中的资源配置能力有所上升。岳

阳、荆州在2003—2009年由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降

为专业性节点城市。“十一五”期间，岳阳和荆州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

务业占比较大，金融、物流、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

发展缓慢，导致其服务业发展滞后，对服务业资源

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下降。

南通、泰州、湖州、绍兴、嘉兴、台州、昆明7个城

市一直属于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常德、常州在

2003—2009年由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分别降为资

金专业性节点城市、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但

是常州在 2009—2018年又发展成为三级综合性节

点城市。尽管常德、常州在“十五”期间服务业发展

势头良好，但是存在着服务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

高、同质化竞争严重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等问

题，对服务业资源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逐渐

下降。“十二五”期间，常州金融、物流、科技、信息、

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与制造业形成了联动

发展，对工业、服务业、资金和人口 4种资源要素的

集聚扩散能力逐渐增强。马鞍山在 2003—2009年
由一般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在

2009—2018年又降为一般节点城市。马鞍山在“十

一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招商引资规模

随之大幅增加，从而对工业和资金要素的集聚扩散

能力增强。但是，马鞍山的经济主体产业是高能耗

的传统产业，在结构调整中压缩淘汰高耗能传统产

业需要以牺牲现有部分产能为代价，从而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受到制约，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下降。

扬州在 2009—2018年由工业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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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滁州、宿迁、襄阳

在 2009—2018年由一般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三级综

合性节点城市。近年来这些城市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对资源要素的集聚扩散

能力和配置能力不断增强。

阜阳、六安、上饶、黄冈、邵阳5个城市一直属于

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九江在 2003—2009年
由人口专业性节点城市降为一般节点城市，在

2009—2018年又发展成为工业资源专业性节点城

市。九江在“十五”期间，企业的经济效益偏低，导

致部分专业技术人才流失，对人口资源的配置能力

逐渐下降。2008年“昌九一体化”提出以后，昌九工

业走廊再一次被推到了发展的前沿，九江对工业资

源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逐渐增强。衡阳在

2009—2018年由服务业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降为

一般节点城市。衡阳服务业企业数量较多，但是企

业资产和营业收入规模偏小，知识密集型、科技密

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不能带动周边城市服

务业发展，从而使得服务业资源的扩散能力下降。

铜陵、池州在2003—2009年由一般节点城市发展成

为资金专业性节点城市，在2009—2018年又降为一

般节点城市。铜陵和池州在“十一五”期间积极抢

抓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示范区建设机遇，对资金的

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增强，随着经济逐渐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投资驱动型

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出现投资效益下降、经济结

构失衡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等问题，对资金的集聚

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又逐渐下降。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研究了 2003—
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中节点城市的要素集

聚与扩散情况，分析了节点城市在城市网络演化过

程中节点地位和作用的动态变化，识别了节点城市

的功能形成与定位选择。得到的主要结论为：长江

经济带城市间工业、服务业、资金、人口要素流动强

度整体呈现增大趋势，其中工业、服务业、资金的要

素流动强度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降低，

随后逐渐增大，人口的要素流动强度虽然整体呈增

大趋势，但是其增加幅度较小。城市之间要素流动

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差距整体呈现降低趋势，在市场

机制作用下 4种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经济发展呈多

极化发展格局，空间分异格局逐步弱化。

进一步的功能定位识别表明：一是在 2018年，

上海、南京、徐州、杭州、合肥、武汉和长沙7个城市

为一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对 4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

力和配置能力较强；苏州、金华、南昌、无锡、芜湖、

宁波、重庆、成都、宜春 9个城市为二级综合性节点

城市，对2—3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较

强；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泰州、镇江、嘉兴、湖州、

绍兴、淮安、滁州、台州、宿迁、襄阳、宜昌、昆明16个
城市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对2—4种要素的集聚

扩散能力或配置能力较强；九江、安庆、阜阳、六安、

上饶、黄冈、邵阳、岳阳、常德9个城市为专业性节点

城市，对1种要素的集聚扩散能力和配置能力较强。

二是各节点城市在2003—2018年，城市功能定位在

不断演变，只有以下22个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功能

定位一直不变：上海、南京、武汉3个城市一直属于一

级综合性节点城市；苏州、金华、南昌、无锡、宁波、重

庆、成都7个城市一直属于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南

通、泰州、湖州、绍兴、嘉兴、台州、昆明7个城市一直

属于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阜阳、六安、上饶、黄冈、

邵阳 5个城市一直属于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

三是以下 7个城市在 2003—2009年功能定位发生

变化，并在 2009—2018年功能定位不变。徐州、合

肥、长沙由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为一级综合性

节点城市；芜湖由一般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二级综合

性节点城市；岳阳、荆州由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降

为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常德由三级综合性节

点城市降为资金专业性节点城市。四是以下9个城

市在 2003年、2009年、2018年 3个时间点功能定位

不断发生变化：淮安由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成

为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之后降为三级综合性节点

城市；镇江由服务业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发展成为

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之后降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

市；安庆由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二级

综合性节点城市，之后降为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

市；盐城由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降为资金专业性节点

城市，之后发展成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常州由三

级综合性节点城市降为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

之后发展成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马鞍山由一般

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之后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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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节点城市；九江由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降

为一般节点城市，之后发展成为工业资源专业性节

点城市；铜陵、池州由一般节点城市发展成为资金专

业性节点城市，之后降为一般节点城市。五是以下4
个城市在2009—2018年功能定位发生变化：杭州由

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为一级综合性节点城市；

扬州由工业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三级综合

性节点城市；衡阳由服务业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降

为一般节点城市；宜春由人口资源专业性节点城市

发展成为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

2.促进区域更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第一，转变发展观念，引导资源要素在集聚中

走向平衡。长期以来，经济的过度集聚被误认为是

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2003年前后，政府

的行政干预使得资源要素向产出效率较低的地区和

产业流动，导致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日益严重，经济

效率逐渐下滑。全球化和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必然趋势，因此，要转变发展观念，将经济和资源的

均匀分布转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政府要顺应市场

经济的发展规律，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节点

城市的比较优势，开展城市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

各类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第二，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增大整体网络的联

系密度。都市圈是城市与城市群之间实现跨区域

优化配置的重要空间主体形态，是实现从“中心—

腹地”的传统结构向“网络—枢纽”新型城镇化体系

转变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建立现代都市圈，打破行

政边界壁垒，拉近重要节点城市与其他一般节点城

市的时空距离，发挥都市圈的规模经济。在具体政

策上，以上海、南京、徐州、杭州、合肥、武汉、长沙、

苏州、金华、南昌、无锡、芜湖、宁波、重庆、成都、宜

春等一、二级综合性节点城市为核心，推动形成高

水平的都市连绵区，在都市连绵区之外，将常州、南

通、盐城和扬州等三级综合性节点城市继续作为区

域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加快构建网络化、快速度、大

体量的轨道交通线，增强城市网络的连通性。

第三，深化户籍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

革，促进人口跨区域流动。当前的区域发展战略仍

然以“区域”为中心，忽视了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

匹配度，目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范围内的人口

流动仍然不够充分。未来，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增加人口流入地的落户规模，增强重要节点城市和

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在人口流出地实行有

区分的、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提高人口

流出地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在发展中营

造平衡。另外，在财政制度方面，应允许转移支付

更多与转移人口同步，在人口流入地增加基础设施

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人口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陆铭等，2019）。
第四，构建区域财政平衡机制，促进地区之间

“共享增长”。区域资金流的畅通对于优化其他资

源要素的配置、增强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以及促进区域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至关重要。因

此，要探索建立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地方税共享体

系，平衡城市群内部的财政收入差距，在城市群内

部建立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更高水平公共服务为

目标的横向财政均等化机制，搭建区域金融合作平

台，促进投融资便利化和区域金融市场的互联互

通，实现资金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推进不同地区

之间“共享增长”。

第五，加强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要素流通

便利性。加快构建重要节点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

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网络，打破行政边界

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扩大重要节点

城市对其他城市正外部性的空间作用范围。除此

之外，还要从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和移动互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入手，改善

科技创新网络通道，更大程度地为需求侧的信息扩

散、创新型劳动力供给和改善技术获取路径等提供

便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基建在推进疫情

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央政府

开始加速布局新基建。但是，未来在投资新基建的

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发展需要，防止进一步

拉大区域差距。

注释

①限于篇幅，此部分主要分析长江经济带 40个主要沿线城

市的模式变化情况，全部城市的模式变化结果可向作者索

要。后文的网络影响力分析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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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Spatial Network Evolution and Urban Function
Orient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08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i Lei Bai Yongliang
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function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choices of each node city, opening up the network channel for the
flow of factor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er-qual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the new era（YREB）.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s, 108 node cities in the YREB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factor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among node cities in the city network is used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status of network nodes in the process of factor space self-organization of
each node city, and then identify the function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ptions of node cities. The cities are final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omprehensive node cities and professional node cities,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mong them, the 7 cities of Shanghai, Nanjing,
Xuzhou, Hangzhou, Hefei, Wuhan and Changsha are first-level comprehensive node cities, which have strong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ies for the four factors. The 9 cities of Suzhou, Jinhua, Nanchang, Wuxi,
Wuhu, Ningbo, Chongqing, Chengdu, and Yichun are second-level comprehensive node cities, which have strong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ies for two to three factors. The 16 cities including Changzhou, Nantong,
Yancheng, Yangzhou, Taizhou, Zhenjiang, Jiaxing, Huzhou, Shaoxing, Huai’an, Chuzhou, Taizhou, Suqian, Xiangyang, Yichang,
and Kunming are three-level comprehensive node cities, which have strong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capabilities or strong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ies for two to four factors.The 9 cities of Jiujiang, Anqing, Fuyang, Lu’an, Shangrao, Huanggang,
Shaoyang, Yueyang, and Changde are professional node cities, which have strong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ies for one factor.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Node Cities；Space Network Evolution；Factor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Func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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